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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光复初期是台湾历史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是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回归
祖国后的重要转折时期。 因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出现了重大转变，受到海峡两岸史学界
的关注。 作为目前台湾地区台湾历史学界学术评价最高，水平最为齐整的学术刊物，《台湾史研
究》能够很好地反映台湾地区历史研究的状况。 观察其中相关论文可以发现，近十余年来台湾
地区有关光复初期台湾史的研究，已经深受“再殖民”理论及其体系的影响，学者多将关注点集
中在对国民党当局政治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上，反复渲染台湾“悲情”，隐含分离主义倾向。 光
复初期台湾史研究“再殖民”视角的形成与发展是后殖民理论在台湾发生“理论旅行”的产物，
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 2000 年前后“台独史观”在当局的纵容和鼓励下侵入台湾史学界，尤其对
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影响甚巨。 作为一种偏狭的历史观念，对“再殖民”视角应从实践与理论两
个层面予以批驳，以利于形成客观全面的台湾历史认知。
关键词： 光复初期台湾史；“再殖民”视角；后殖民主义；“台湾史观”；“台独史观”
1945年 8月 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 25日， 国民政府在台北正式宣告台湾光
复。 1945年 10月至 1949年 12月期间的台湾史，学界统称为“光复初期台湾史”。 近年来，海峡
两岸学术界对光复初期台湾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涌现了不少学术成果，但双方在研究内容、
趋向及其相关史观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般而言，大陆史学界对于光复初期台湾历史的研
究，比较重视台湾光复后的客观社会情况以及国民政府对于台湾社会经济、文化重建所做的种
种努力，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治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也主张客观的分析和
审慎的批判。 而台湾史学界对于此阶段历史的研究则较为复杂，尤其以负面评价居多。 那么台
湾史学界相关研究具体呈现哪些特征，又为何会形成迥异于大陆学界的研究旨趣呢？ 本文拟以
台湾地区影响力最大的台湾史研究学术刊物《台湾史研究》为对象，分析其 20年多来有关光复
初期台湾历史专题论文的内容特征及背后的视角、史观因素，以期更好地把握台湾史学界的研
究趋势，并为今后更好地开展相关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一、《台湾史研究》中所见的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概况
《台湾史研究》创刊于 1994年 6月，原本为半年刊，2007年开始改为季刊。 该刊物除了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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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历史方面的中英文专题论文外，也发表包括书评、史料评介以及台湾史学术动态的文章，是
目前台湾史学界学术评价最高，水平最为齐整的学术刊物。 因此，《台湾史研究》可以代表台湾史
学界在台湾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和最新成果。从 1994年至 2016年的 23年间，《台湾史研究》共 23
卷，发表各类论文 321篇，其中涉及光复初期台湾史的专题论文，总共 29篇，占所有论文总量的
9%。 论文选取的标准，以台湾区域内的史事为对象，选题时限集中在 1945年至 1949年间，涵盖
这个时间段略微超过 1949年，亦在本文研究范围内。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史料评析。
从相关统计结果看，《台湾史研究》中关于光复初期台湾史的论文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从文章数量上看，2002年一个是关键节点，此前 8 年间以光复初期台湾史为主题的
论文仅有一篇，但此后相关论文数量明显增加，平均每年均有约两篇刊出。 尤其是在 2014年，
《台湾史研究》以“保密局”和“二二八事件”为专题，共发表了 8篇论文，为历年之最。
其次，从研究内容上看，相关研究以政治题材为主流，占到了总数的近 2/3，而文化、经济类
研究则相对较少。 政治史的研究内容包括光复初期台湾地方政制变革、台湾地方精英状况、台
湾司法体系的变革、留日学生的言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官方媒体与民间媒体关于“台人奴
化”的论争、行政长官公署与驻台海关矛盾、台湾法律人才境遇、“二二八事件”与“二二八事件
处理委员会”、台湾光复致敬团事迹、保密局、县市长、消防队、自新政策的关系解析等。
那么，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为什么会在 2002 年以后蓬勃发展，并且呈现出以政治史为主
的格局呢？ 笔者认为，这与“再殖民”视角的影响密不可分。 2002年 12月，陈翠莲在《台湾史研
究》上发表《去殖民与再殖民的对抗：以一九四六年“台人奴化”论战为焦点》一文，首次对“再殖
民”进行专文探讨。她在文中通过分析 1946年台湾官方和民间社会在报纸期刊上有关“台湾人
奴化”的论战，提出“战后陈仪当局的统治带有严重的政治歧视，其‘中国化’政策的思维方式与
旧殖民者无异，对台湾人而言，祖国的‘光复’只不过是同族的‘再殖民’”。随着“再殖民”视角被
正式引入台湾史研究领域，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也从冷门一跃成为研究热点，而“再殖民”带有
明显的政治评价色彩，受其影响，此后的研究也以政治史为主，在字里行间刻意营造台湾的“悲
1999 1 1
2002 1 1 2
2003 1 1
2006 2 2
2007 1 1 2
2008 1 1 2
2010 1 2 3
2011 1 2 3
2012 1 1
2014 7 1 8
2015 1 1 2
2016 1 1 2
小计 4 19 5 1 29
年份 文化 政治 经济 史料评析 小计
《台湾史研究》关于光复初期台湾史专题论文统计表（1994~2016 年）
说明：本表据《台湾史研究》1994 年第 1卷至 2016 年第 23 卷统计，未刊出相关论文的年
份不列入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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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识”，对光复后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的作为多持非议，至于历史贡献则往往避而不谈。
二、“再殖民”视角影响下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的特征
从《台湾史研究》中可见，2002 年以后，在“再殖民”视角的影响下，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大
体呈现出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认为光复初期国民党当局压制台湾人才
如陈翠莲在《战后台湾菁英的憧憬与顿挫：延平学院创立始末》中认为光复初期台湾留日精
英返台后，无论是成立“新生台湾建设研究会”或设立延平学院，都不被当时的台湾省行政长官
公署认可。 延平学院由于其创始人的留日背景被认为具有地域主义与分离主义色彩，又因卷入
“二·二八事件”，最终被迫关闭。 同样，“新生台湾建设研究会”也在五十年代被迫解散，其成员和
延平学院的师生在此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处境悲惨。 作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国民政府对
台湾知识精英极不信任，禁止其插手台湾高等教育、限制其教育自主权。 在作者眼中，新生台湾
建设研究会和延平学院的命运就是光复后台湾精英与“新来接收”的祖国政权互动的缩影。 ［1］
曾文亮、王泰升在《被并吞的滋味：战后初期台湾在地法律人才的处境与遭遇》中认为光复
初期，台湾法律人才面临政权转移所带来的冲击，他们被“吞并”于国民政府的人才框架中，其
日据时期的学习经历并不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看重，被排除在台湾文官体系之外，也无法
适应战后的法律体系，继而成为社会边缘群体。正因为台湾籍法律人才有别于以自然科学为专
业的医师、工程师，被“外来的强权政治”歧视在所难免。 ［2］
刘恒妏在《战后初期台湾司法接收（1945~1949）：人事、语言与文化的转换》中提出“战后台
湾去日本殖民的过程，虽然不见得违反台湾人的本意，但终究不是台湾人抗日翻身变成自己主
人所致。 日本政权因为美国投掷原子弹而突然投降，乃至中国政权从天而降，这样出人意表的政
治猝变，既非台湾人所能决定，也未必早在中日两政权昔日的盘算中”。 并认为光复初期的司法
体系转变，“并不是由过去被统治的台湾本地人自行进行。 台湾的去殖民过程，并未带来在地化、
本土化”，“从整个接收过程中来看，无论在人事、语言、文字，事实上仍是一个激烈的去日本化与
全面中国化的过程。 即便少数台人，没有被视为日人而被一并置换，仍留在司法体制内。 ”［3］
（二）凸显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
如徐世荣、萧新煌在《战后初期台湾业佃关系之探讨——兼论耕者有其田政策》中认为光
复后国民政府大刀阔斧的减租征地变革，冲击了地主阶级利益，然而佃农也一时无法适应全新
的土地制度和业佃关系，所谓“拯救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土地改革，实际上破坏了台湾
原有的业佃结构。 ［4］
李文环在《战后初期（1945~1947）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驻台海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
提出陈仪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无法贯彻法理上被赋予指挥、监督驻台海关机构的功能。 把
造成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驻台海关摩擦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国民政府法治观念薄弱”，使得
陈仪无法行使《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赋予其“节制中央驻台机关指挥监督”的权力，
导致双方摩擦产生的内耗严重，阻碍政策的推行。 ［5］
曾文亮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叛乱与惩罚：兼论战后初期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与法律关系》
中将二二八事件归咎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长期失政， 尤其是事后的究责更体现了国民党当
局“军事＞政治＞法律”权力构造，对国民党当局以政治力介入司法审判进行了批判。 ［6］
而苏瑶崇在《论战后（1945~1947）中美共同军事占领台湾的事实与问题》中不仅同样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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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局则因腐败无能，使民不聊生，而爆发二二八事件”，更发挥议论，认为国民党当局战后
对台湾实行的是“占领”而非“光复”，国民党当局迁台是“展开新阶段的移住殖民地（settlement
colony）型国家”。 ［7］
（三）强调国民党当局的专制与特务统治
如陈翠莲在《“祖国”的政治试炼：陈逸松、刘明与军统局》中以陈逸松、刘明二人光复初期
的活动，以及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和事后遭遇，说明在国民党当局统治下，不同政治派系
甚至同一派系，都以严厉的手段互相斗争。 台湾的国民党特务人员为了个人利益陷害民众，以
非法手段打击对手，完全缺乏法制观念。 ［8］
欧素瑛在 《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以李妈兜案为例》 中以牵连多人的李妈兜案作为从
“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时期国民政府打压、迫害台湾民众的代表事件，表达对光复初期国民党
专制的不满，并认定此时期是“台湾人权发展史上黑暗的一页”。 ［9］
林正慧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中指出保密局台湾站原无行动功能，但因其藉由二二
八事件中的献策反间，而获得陈仪的信任与重用，并进一步发挥情报收集、反间和缉捕行动的
功能，公开与军、宪、警一同进行逮捕活动。 “这些情治人员在二二八事件期间卖力演出，却是无
数性命丧失，与时人难以抹灭的恐怖记忆。 ”［10］
苏瑶崇在《谎言建构下二二八事件镇压之正当性：从“大溪中学女教员案”论起》中认为国
民党当局伪造外省人遭到“强奸”和“大屠杀”为宣传，作为出兵镇压二二八事变做宣传造势，显
露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阴险和残暴。 ［11］
在具体的研究中，上述三方面的特征甚至往往交缠在一起，从而使得战后台湾的“悲情”与“苦
难”被反复强调，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就或明或暗地被置于“外来压迫者”的地位了。
三、“再殖民”视角生成的“明线”与“暗线”
“再殖民”视角何以形成？ 笔者认为，这是一条“明线”与一条“暗线”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
“明线”是后殖民主义在台湾的“理论旅行”，而“暗线”是“台独史观”对“台湾史观”的偷梁换柱。
自 1978 年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问世以后，后殖民主义浪潮在
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学者们结合实际经验，从不同视角出发，运用不同方法对西方中心思维
下的殖民主义进行批判。 在千差万别的时空环境下，后殖民主义在各地的流变也各具特色，有
的甚至出现很大程度的变异，这也正是赛义德所谓的“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12］。而今台湾
历史学界普遍以“再殖民”视角探讨光复初期台湾史的现象即可看作是后殖民主义在台湾发生
的“理论旅行”。
1992年，“后殖民”的概念经由邱贵芬和廖朝阳在“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会里会外的辩论首
次被引入台湾文学领域的相关探讨，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合理化本土派抵制传统中国中心文学
史观”。 ［13］不同于主流的后殖民主义论述大多以西方为批判对象，后殖民主义在进入台湾之初
矛头即指向了“中国”。循此思路，1999 年陈芳明在《联合文学》杂志连载的《台湾新文学史》中就
围绕“后殖民史观”展开论述，并首次以“再殖民”解释光复后的台湾历史，提出“台湾新文学运
动从播种萌芽到开花结果，可以说穿越了殖民时期、再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等三个阶段”，所
谓的“再殖民时期”具体指的是从 1945 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到 1987 年戒严体制终结期间。 陈
芳明认为这一时期国民党当局 “近乎军事控制式的权力支配方式， 较诸日本殖民体制毫不逊
色，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将这个阶段概称为再殖民时期，可谓恰如其分”。 ［14］由此可见，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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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以“再殖民”的视角将光复后国民党在台统治与日本殖民统治性质等同，并给予较之后者有
过之而无不及的负面评价。 2002年，陈翠莲沿用了陈芳明“再殖民”的概念，并在《台湾史研究》
杂志上以专文阐发，这标志着经过 10 年的“理论旅行”，后殖民主义已从台湾文学研究中脱胎
出“再殖民”视角，进入台湾史学界的研究领域。
尽管“再殖民”视角攀附于后殖民主义思想，但不过是“台独”意识拉大旗作虎皮而已。 就连
陈芳明也承认，“《东方主义》（按：即后殖民主义开山之作《东方学》）一书的论点，并不全然能够
适用于台湾”。 ［15］事实上，也有部分台湾学者对后殖民主义的解读并未落入“台独”意识的窠臼，
如陈映真曾在《联合文学》上与陈芳明展开论战，指出陈芳明的所谓“后殖民”理论反中不反美，
反而“以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概念描写台湾，正是后殖民批判理论的批判对象的核心”［16］， 由
此感慨“原来反对文化殖民主义的后殖民论，到台湾，竟恰恰成为美国对台学界文化殖民的工
具”。 ［17］陈光兴则引用后殖民主义思想家法农（Fanon）的观点以归谬的方式批判了台湾部分学
者的“后殖民”思想，提出台湾中心论者尽管号称“反殖民”，但从他们支持南进政策却可以看出
一种“台湾次帝国的出头天情绪”，反而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了殖民者的角色。 ［18］
既然“再殖民”视角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后殖民主义的原意，那么我们要进一步追问，
这样的偏离又为何会发生呢？这就不能不涉及“台独史观”在背后所起的作用。根据“再殖民”的
逻辑，不仅国民党当局，台湾历史上其他的政权，无论是荷兰、日本，还是明郑、清朝，一律都可
看成是“外来政权”，而台湾则被赋予与“外来”相对的“本土”地位，加上“殖民”一词本身的负面
含义，“再殖民”视角背后的“台独”色彩已不言而喻。 从这一逻辑出发，学者通过发掘历史阴暗
面，将当局执政缺失和历史局限解读为“压迫”，反复渲染台湾“悲情”，从而更能进一步强化“我
者”与“他者”的区分，以达到将台湾自外于中国的目的。 而正如陈孔立所指出的，“‘台独史观’
主张台独，研究台湾史的目的和手段都是为分裂主义的政治主张服务”，［19］因此“再殖民”视角
无疑是“台独史观”在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中的典型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台独史观”并不能等同于“台湾史观”，尽管二者同样主张“台湾主体”，但
“台湾史观”“强调学术性，不愿意让政治干预学术、把史学当做‘统独’争议的工具”，与“台独史
观”有着“本质差别”。 ［20］1971~1975 年，台湾“中研院”推动“浊水大肚两溪人地关系科际研究计
划”，是为台湾史田野研究的起步。 随后，曾参与这一计划的学者陈其南从人类学的角度切入，
将汉人在台湾的开发视为“土著化”的过程，这不仅对传统的“中原史观”构成重大挑战，也促成
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台湾史’ 研究学界开始出现以台湾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方式”，［21］如
1990 年曹永和曾提出“台湾岛史”的概念，主张“在台湾岛的基本空间单位上，以岛上人群作为
研究主体，纵观长时间以来台湾透过海洋与外界建立的各种关系，及台湾在不同时间段落的世
界潮流、国际情势内的位置与角色，才能一窥台湾历史的真面目”。 ［22］在“台湾史观”逐渐成型的
同一时期，“中央研究院”于 1986 年组织“台湾史研究田野计划”，1993 年成立台湾史研究所筹
备处，1994 年更本着“立足本土，放眼天下”的方针创办了《台湾史研究》杂志，［23］使得台湾史研
究的人员建制和学术平台日益完善，开始在史学界自成一体。由此可见，台湾史研究和“台湾史
观”在 20世纪 80、90年代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 作为曾经“众知的禁区”［24］，台湾史研究得以
突破政治桎梏，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基于特定的学术传统，这一
时期的台湾史研究将台湾开发史与民族学、 人类学研究作为关注的重点， 对战后历史相对忽
视，正好给了“台独史观”乘虚而入的空间。
“台独史观”与“台湾史观”来自截然不同的脉络，系统性的“台独史观”书写可追溯到 20 世
纪 70 年代王育德、史明等老一辈“台独”分子的台湾通史著作，但对当时的史学界并没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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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影响。 直到 1987年台湾解严以后，国民党对文化界的控制逐渐松弛，加之李登辉执政当局
的有意纵容，“台独史观”就此走上台面。 除了前文提到的陈芳明所谓“后殖民史观”以外，杜正
胜也提出了“以台湾为中心，一圈圈往外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同心圆史观”，［25］尤其在 2000
年民进党的陈水扁上台以后，杜正胜更配合当局“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路线，将“同心圆史
观”进一步向“跳越中国”的方向发展，［26］并积极向学术界和教育界进行渗透。 在世纪之交的几
年间，“台独史观”大举侵入台湾史研究领域，作为此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
首当其冲，进而使台湾史研究的格局发生巨大改变，光复初期台湾史一跃成为研究热点，但在
“再殖民”视角影响下，意识形态因素显著渗透到研究当中，不利于形成客观全面的历史认知。
过去台湾史研究受“台湾史观”主导，“一般不涉及政治”，［27］但随着“台独史观”登堂入室，
不少台湾史研究都带上了分离主义的烙印，这恐怕已非当年筚路蓝缕的创业者们所愿。更令人
忧心的是，如今“台独史观”的研究为标榜其“客观性”常常化装为“台湾史观”，却将意识形态因
素隐匿于字里行间，使“台独史观”在台湾史研究领域中显现出“鸠占鹊巢”的架势。
总的来说，“再殖民”视角的产生与发展表面上是后殖民主义在台湾发生“理论旅行”的产
物，但“理论旅行”之所以走上歧途，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特定时代背景下“台独史观”蔓延滋长，
对台湾史研究造成深刻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关于光复初期历史的研究，《台湾史研究》中的论文无论是史料论据的完备、研究方法的运
用和论证的严谨，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可以代表台湾史学界的整体研究精华。然而，撇开史料
评述、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相关成果，多数的政治史研究受“再殖民”视角影响，仅将研究重点放
在对光复初期国民党当局政治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上，通过大力抨击其腐败无能、经济政策的
脱离实际、统治专制、特务政治的内部倾轧等问题，营造台湾“悲情”意识，这极易被“台独”势力
利用，为其论述分裂国家的“进步性”与“合理性”背书。
为纠正“再殖民”视角对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的负面影响，今后学者在研究中首先应当对
光复初期台湾史的基本特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光复初期虽然只有四年多，但在台湾历史上却
是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 50年的殖民统治
宣告结束，然而其长期推行的殖民同化政策，严重影响了台湾原有的一些观念和习性，留下了
深刻的殖民伤痕。国民政府虽然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但对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台
湾社会缺乏了解，认为台湾民众被日本殖民统治所“同化”，其治理政策，脱离民情，并不符合台
湾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不了解祖国大陆的政治经济状况，对仍处于大地主、大官
僚和大买办统治下的祖国寄予过高的期待，一旦发现新的执政当局存在种种问题时，自然对祖
国政府感到失望。 此外，光复时台湾经济受到战火摧残，生产力遭到破坏，工农业生产衰退，对
外贸易停滞，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 台湾社会经济面临着严峻形势和治理困难，台湾省行政
长官公署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举措不当，造成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剧烈动荡，乃至引发
“二·二八事件”，造成了台湾民众与国民党当局之间，本省籍与外省籍之间严重的矛盾和隔阂，
也给当今台湾政治生活留下了阴影。
在客观全面理解历史进程的基础上，今后的研究更应强调作出公允的历史评价。 诚然，光
复初期国民政府没能准确把握台湾的社会形势，在战后台湾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无法改善台湾的经济状况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对于台湾民众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后渴望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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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民意没有给予充分重视，两岸长期分离以及社会发展轨迹不同所造成的心理认知差异，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 然而，国民党统治当局腐败无能，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并非单
单在台湾出现。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于光复后台湾的治理，实际上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光复初
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台湾战后社会经济重建、中华文化的恢复等方面，进行了相当程度
的努力，对于台湾基层民主和社会舆论的开放，也有一定的建树。 因此，对于光复初期台湾史，
理应要从更广阔的维度进行探讨，以中和“再殖民”视角的偏颇。
最后，今后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揭露“台独史观”的虚幻性以及背后的政治目的，以达到釜底
抽薪的效果。 “台独史观”是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在当局纵容甚至鼓励下进入台湾史研究领
域的，它将台湾历史书写的“主体性”偷换为脱离中国的“独立性”，以达到“去中国化”的分离主
义目的。 在“台独史观”的影响下，台湾史研究很容易滑向偏执的唯“台湾”论或者台湾“中心
论”。 美国史学家伯克豪尔认为“来自政治派性和道德判断的偏狭性问题更为显而易见，也更为
微妙。 历史学者，同他们所研究和讨论的人一样，也是社会体系的成员，这种社会体系产生了政
治的偏狭性和历史主张。历史学者也是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参与者，这削弱了他们的实践以及他
们的产品的可信度，削弱了他们的客观性的专业理想。 ”［28］显然，在他看来历史学者不可能不受
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定社会形态所主导的历史主张，必然会影响历史学者。 在流行“台湾
优先”，强调“台湾本土意识”的今天，“台独史观”在台湾的学术界、教育界有相当的市场，并深
刻影响了台湾历史学界的研究风气。
总的来说，对于光复初期国民党当局的各种批评，虽非无中生有，但难免夹杂意识形态的
主观色彩。 从选题角度和论证的史料运用来看，相关论述也难免存在各种选择性的偏狭。 因为
“偏狭性既存在于原始材料的政治偏见之中，也存在于这些原始材料的不完整性之中”，而“历
史学者自己的道德和政治的偏狭性又加重了这种原始材料的双重偏狭性。 ”［29］所以，也不难理
解，《台湾史研究》相关成果对国民当局的口诛笔伐，背后还是有“台独史观”的影子。 正是这样
的指导史观和“台湾至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导致了台湾学术界在光复初期历史研究中出现了
“叙事话语和历史再现”的矛盾问题。 《台湾史研究》中多数关于光复初期台湾史的成果，表面看
起来是“客观”“中立”的历史叙事，实际是“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
和认识论选择”，这“不是用来再现历史事件和过程的中性媒介，而恰恰是填充关于实在的神话
观点的材料”，当其被“被用来再现真实事件的时候”，则“赋予这些事件一种虚幻的一致性，并
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意义”［30］。
应当承认的是，台湾史学界近年来关于光复初期台湾史的研究，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这
主要得益于台湾在地史料发掘的便利。 相关的研究方法和论证逻辑，也值得肯定。 但是特定史
观影响下的研究，则让人深感研究的视角过于“阴暗”或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存在“一叶
障目”的结构性矛盾，这也必然影响到台湾史学界在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方面的客观性和全面
性，也对中国大陆史学界对于台湾光复初期历史的研究提出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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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Re-colonialism” i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Early Restoration of Taiwan
——Focusing on the Journal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Huang Junling Zhang suixin
Abstract：Early restoration is a key stage in Taiwan history. It is an important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 colonial rule and the returning to motherland. The prominent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changes during the period have attracted cross-straits historians’ attention. As a journal with the highest academic reputa-
tion in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aiwan,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shows typical academic improvements in its area. Looking
into the relevant articles, we can see that in the recent decade or more,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early restoration of Tai-
wan has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re-colonialism” theory and its system. Scholar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exposing the
dark side of Kuomintang authorities and repeatedly emphasizing the “tragedy of Taiwan”, along with the implying of sepa-
ratist tendencies. The perspective of “re-colonialism” comes more from the invading of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Taiwan
independence” than the “theoretical travel” of the post-colonial theory. As a narrow historical conception, the “re-colo-
nial” perspective should be refuted on both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level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n objective and com-
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history.
Key words: Early restoration of Taiwan; “re-colonialism”; post-colonial theory;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Taiwan”;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Taiwan 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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